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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
———《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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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
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

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

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

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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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确定以《八仙故事系统考论》作为博士
论文以来，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中国宗教文学研究

的理论问题，并在个案研究、学术史回顾和理论建

构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此过程中，笔者感

到百年来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层

面已经硕果累累，但是中国宗教徒文学的文献整

理和学术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不仅严重影

响了学术界对“宗教与文学”这个专题的把握和

体认，而且使得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界无法建立起

中国自身的理论话语。有鉴于此，近五年来，笔者

和国内十六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一批中青年

学者共同酝酿《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①，现将

《中国宗教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史”部分的总

体构想写出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道。

　　一、佛教文学的定义

　　按照常理来讲，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术
领域，其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很清晰而且应该有非

常成熟的理论界定。可是，在中国佛教文学研究

领域，学者们对于何谓佛教文学、佛教文学的内涵

与外延这样的基本命题却一直没有很成熟的答

案，相当多的研究者往往绕过这个话题直接进入

自己喜好的课题。回顾百年来“佛教文学”的理

论探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念的是日本学
者，但他们却将佛经文学当做“佛教文学”。日本

学者深浦正文、前田惠学、山
!

习学、小野玄妙等

将佛教经典中具有文学意味的经典视为佛教文

学②。深浦正文指出：“所谓佛教文学，这句话，在

近来才被一般人士应用，而从来是没有的，所以现

在所谓佛教文学，是以各自立场为契语，故其内容

是有种种的……现在我要将这句话的意义，名为

在释迦所说的佛典中，文学色彩比较浓厚的，称为

‘佛教文学’。”［１］小野玄妙于１９２５年发表《佛教
文学概论》（甲子社书房，１９２５年），该书第一篇
《一切经全体を文学と见て》把汉译经典视为文

学作品，第二篇名为《佛教文学小史》，第三篇《汉

"

经典文学概
#

》把这类文学作品分成本生经文

学、譬
$

经文学、因缘经文学、纪传文学、立藏文

学、阿含经文学、世纪经文学、方广经文学、论藏文

学、秘密仪轨文学，第四篇《支那の文学と佛教》

主要研究早期的中国佛教文学，第五篇《佛教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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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が国文学》则主要谈日本佛教文学。这个界定

显然是有问题的。

　　大部分学者是从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来界
定“佛教文学”的。高观如１９３８年于上海佛学书
局出版佛学讲义《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这是

第一部中国佛教文学通史。该书根据时段分为七

讲：佛教文学之初页、晋代之佛教文学、南北朝之

佛教文学、隋代之佛教文学、唐代之佛教文学、宋

代之佛教文学、元明以来之佛教文学。每讲大体

按照翻译文学、沙门文学、居士（文人）文学铺排。

这实际上是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来标志佛教文

学①。这一模式奠定了此后“佛教文学”的定义模

式。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基本上遵从了这
个模式。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分汉译的佛

典文学、佛教与正统文学（诗、文、诗文评）、佛教

与中国俗文学展开论述。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

文学》中虽然认为广义的佛教文学一般是指那些

佛教徒创作的、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但该书

还是分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

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潮四部

分展开论述。龙晦《灵尘化境———佛教文学》也

是按照文人创作、僧人创作、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展

开叙述的。蒋述卓认为佛教文学是佛经文学和崇

佛文学的总和，通一则认为佛教文学应该包括翻

译文学、训诂文学、通俗文学（变文佛曲等）和其

他（诗歌 辞章）②。２１世纪学术界对佛教文学的
界定依然遵循了这个模式。吴正荣、弘学、陈引

驰、高慎涛等人的通论性著作走的就是这个路径。

马焯荣撰有《中国宗教文学史》，认为宗教文学泛

指一切以宗教为题材的文学，而不是特指弘扬宗

教的文学，甚至将反对佛教的作品也纳入佛教文

学的范畴。一些专论性著作也遵循这一模式。如

罗文玲就在《六朝僧侣诗研究》中指出：“佛教文

学一词，可以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约可以分成

两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在佛经中

有许多都是富含文学色彩的，如十二分教的本生、

本缘、本事、譬喻等。二是佛教文学创作的部分。

亦即以文学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佛理，或带有佛教

色彩的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士与僧侣表现在诗

歌、散文、小说、戏曲及俗文学中的佛教文学创

作。”［２］就是一些专题性的理论文章，也未能突破

这个模式。《郑州大学学报》曾发表一组题为《中

国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笔谈，其

中有三篇文章对佛教文学进行了界定，思路和高

观如基本相同［３］。台湾的丁敏也指出：“佛教文学

一词，可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它。约可分为两

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自阿含以来

的各大小乘经典及律藏中，都有许多充满文学色

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缘、本事、譬喻

更是经典文学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学创作部

分。即以文学手法来表现佛理，带有佛教色彩的

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

学创作，表现在小说、戏曲、散文、诗歌及俗文学中

的作品。”［４］萧丽华撰文探讨佛教文学的范畴时认

为，文人创作、佛经创作、僧人创作三大范畴厘定

后，《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主题内涵便能呈现③。

将佛教文学界定为翻译文学、僧侣文学、文人文学

并不能清晰地揭示佛教文学的本体性特征，也不

能很好地区分文人创作中的佛教文学作品。“带

有佛教色彩”的作品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文人创

作可以纳入佛教文学的范畴？根据这个定义，我

们很难作出决断。在实际操作中，“佛教与文学”

层面的作品往往成为论述的中心。

　　真正试图从概念上、理论上对“佛教文学”进
行界定的只有日本学者加地哲定。他在《中国佛

教文学》一书中指出：“所谓佛教文学是作者通晓

佛教之悟境、有意识地以文学作品反映其心的东

西。”［５］他在该书序言中还指出，“那些为数众多

的、为解释说明教理而把追求形式美作为目的作

品，不能称为纯粹的佛教文学。真正的佛教文学

应当是为揭示或鼓吹佛教教理而有意识地创作的

文学作品。”“当在中国把佛教文学作为问题提出

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民间歌谣以及许多由僧

侣写成的表达信仰的文学作品。例如佛教赞歌、

禅门偈颂、语录等等。特别是后者多象征性譬喻

性的内容，因此，那些看似平凡的文章，内蕴却达

到了物我不分的境地，讽咏了心境冥会的绝对境

界，颂赞了读者和作者若无感情共鸣即使多方玩

味也难以体会的三昧境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

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佛教文学。”在具体论述中，

他将《广弘明集》“统归”、“佛德”、“启福”、“悔

罪”等篇中的赞、颂、赋、铭、文、疏、诗、碑记、义、

论、启、书、诏、令等剔除出佛教文学，而将唐代佛

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

学的佛教文学两类，而能够呈现作者自己佛法体

验境界的诗偈被推许为中国佛教文学的核心。加

地哲定的这个定义推崇宗教体悟否定宗教宣传，

前后论述上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探讨具体作品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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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僧人巨赞曾作过《佛教与中国文学》的演讲，论述的却是佛教对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的影响，关注的主要是文人文学。

参见通一《佛教文学的轮廓》以及唐大圆、姚宝贤等著《佛教文学短论》，大乘文化出版社台北１９８０年版。
萧丽华《〈中国佛教文学史〉建构方法刍议》，载郑毓瑜主编《文学典范的建立与转化》，学生书局台北２０１１年版。



时存在举证过严和过宽的毛病，但毕竟触及了佛

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

　　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两个维度对佛教文学进
行界定。佛教文学就是佛教徒创作的文学，就是

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和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

学。用创作者的身份来标志佛教文学有两个好

处：一是可以干净利落地将“佛教与文学”层面的

作品切割掉，从而有助于清理佛教文学的历史进

程、探讨佛教文学的本质特征；二是可以开掘佛教

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信教出家在一

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

变化所可能开拓的的心灵空间是一般世俗入世者

无法企及的。佛教徒在圣与俗的框架中所可能触

及的心灵空间和社会空间是一般世俗入世者无法

望其项背的。用宗教实践来界定佛教文学也有两

个好处。其一，可以让佛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更

加周严一些。从这个定义出发，佛教僧侣创作的

文学是佛教文学的主体和核心，一些虽非佛教徒

创作或无法判定作品著作权但却出于宗教目的用

于宗教实践场合的作品也应当包括在内。这部分

作品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佛教神话佛教圣

传佛教灵验记，一类是佛教仪式作品。前者的本

质特征是神圣叙述和口头叙述，后者的本质特征

是演艺性和程式化。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这个

界定凸显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佛教徒讲究

知信行证，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禁欲、

持戒、读经、行仪、讲经、弘法、济世、忏悔、祈愿、忍

辱、精进、闭关、行脚、勘验、证道等宗教生活具有

个人性、体悟性、神秘性、神圣性，其在文学中的反

映是一般文人的涉佛作品无法触及的，与王维、白

居易、苏轼、汤显祖等人的文字般若也迥异其趣。

　　二、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进程中的“佛
教文学”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进程，笔者惊
讶地发现，相比于中国道教文学在整个进程中销

声匿迹，中国佛教文学却命如游丝般顽强地在这

个百年进程中若隐若现。笔者从章节设置和具体

论述中对佛教文学在百年文学史书写中的浮沉进

行清理后感到特别沮丧①。因为，这部分内容有着

“佛教文学”的躯壳却没有一丝一毫“佛教文学”的

灵魂，文学史家给“佛教文学”穿上了各种各样的

工具性衣裳，却忘记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

书写中国佛教文学史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把“佛教

文学”当做“佛教文学”来体认和把握。

　　早期的文学史家对文学、文学史这两个西方
概念领悟不深往往将中国文学史写成了中国辞章

史甚至中国学术史。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佛教、

佛教僧侣诗文自然就进入了文学史中。清末的来

裕恂便在文学史中谈论“南朝之儒学及梵学”、

“北朝之儒学及道教佛教”和“唐代之佛学”；１９３０
年，王羽还可以在文学史中设置“东汉佛学输入中

国的时期”、“南北朝的佛教思想”这样的章节；１９０４
年，黄人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该书的“唐中晚

期文学家代表”部分选入方外五人，“唐诗”部分选

入方外十二人三十六首诗，“明前期文学家代表

（下）”部分选入方外九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

史》设专章论述佛教之输入、南北朝佛教之势力及

文笔之分途，设专节论述司空图与方干、九僧与西

昆派；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设专节探讨唐代

的宗教文学；汪剑余编《本国文学史》设专节讨论

“北齐文体颜之推出入释家”；吴梅在文学史中探

讨缁徒文学的成就；吴虞在文学史中论述僧的

《弘明集》；欧阳溥存则在文学史中研究唐代佛教

之文。到了三四十年代纯文学观念主宰文学史书

写时，佛学、佛教僧侣的诗文创作便销声匿迹了。

直到２０世纪九十年代，才见到郭预衡主编的《中国
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谈论唐代诗

僧。不过，这是二十年来唯一的一次亮相。

　　白话文学史观、进化文学史观凸显了佛典翻
译文学、通俗诗、禅宗语录的工具性价值，从而使

得佛教文学大张旗鼓地走进了文学史殿堂。胡适

为了推行白话文而撰写《白话文学史》，极力鼓吹

佛典翻译文学、王梵志等人的通俗诗和禅宗语录。

在他看来，佛典翻译文学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学

的发展，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等人是著名的白话诗

人，禅宗语录是最好的白话文学。郑振铎不遗余

力地颂扬佛典翻译文学、王梵志的白话诗，认为中

国文学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并把印度文学的影

响作为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一个重要指标，将东晋

到明嘉靖时期的文学界定为受佛教影响的中世文

学。在这样的潮流下，谭正璧、胡怀琛、张长弓们

纷纷谈论佛经的输入和翻译，讨论佛教对中国文

学的影响。１９４９年后，随着国家将学术纳入思想
建设进程，佛教文学的探讨就成了问题。１９５４
年，谭丕模还可以在文学史中探讨“翻译文学的

盛行”；到了１９６２年，文学所本《中国文学史》设
专节讨论佛典翻译便遭到严厉批判，从此佛典翻

译文学从大陆文学史书写中销声匿迹，只有香港

的冯明之、台湾的尹雪曼、台静农还在弘扬胡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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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截至２０１０年，百年文学史书写共产出４４８部中国文学通史。参见吴光正、罗媛主编《中国文学史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精神。直到今天，大陆编撰的文学史依然没有兴趣

讨论佛典翻译文学，倒是台湾的龚鹏程专设一章讨

论“佛道教的新资源”，认为汉译佛经在故事、诗偈、

佛经、譬况、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

响，而真正写佛教而成为文学大手笔的杰作，是北

朝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关于白话语录以及禅

学对文学的影响，则有吴梅叙述“佛教语录体的形

成”，谭正璧探讨“语录与禅学”、“禅学与宋代文学

家之关系”等论题，锡森探究“语录体的流行”，宋

云彬探讨“宋词与语录”。１９４９年后，这部分内容
也从文学史中蒸发了。直到１９９０年，我们才在袁
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看到了“禅与中国文学”

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音声对中国

诗歌格律的影响也在张世禄、顾实、曾毅、胡行之等

人的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了反映，这个功劳要记在陈

寅恪的账上。１９４９年后，这一内容也从文学史书
写领域蒸发了。最近，台湾龚鹏程著《中国文学

史》作出了回应，不过，却是一个沮丧的回应：“陈先

生论学，喜说印度渊源，实不足为据。”［６］１８５至于王

梵志等人的诗，在五六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中折戟

沉沙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批文学作品在俗文
学运动中昂首挺胸地走进文学史，并顺应时代潮

流而在百年文学史书写进程中站稳了脚跟，在文

学史著述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可惜的是，她站过

好多地方，却没有一次站在她该站的地方———佛

教文学。这批被称为变文的作品在文学史书写中

的命运，可谓成也郑振铎败也郑振铎。他在《插

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将敦煌变

文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指出，变文的发

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消息之一，人们突然之

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宝

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这

个调子决定了变文永远站错地方的命运。从此，

敦煌变文便以俗文学、民间文学、甚至人民文学的

身份出现在文学史中。１９４８年，余锡森编《中国
文学源流纂要》，把变文和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

作为一个类别，统属于“在佛曲影响下产生的民间

歌唱文学”。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年，变文作为民间

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享尽殊荣。新时期以来，变文

的身份是俗文学、民间文学、讲唱文学、古代曲艺，

常和传奇小说作为一章或一节，并排站在一起。有

时候，变文的身份是白话小说的先驱，或以俗讲的

面貌和说话站在一起，或以先驱的身份和话本站在

一起。最近，龚鹏程以“被扭曲的说唱史”为题对

变文的文学史命运进行了述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以后，敦煌遗书中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时文化思

潮更是大获重视，先后有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

《敦煌杂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对说唱予

以青睐，以至后来编写文学史者于此无不大书特

书，甚或强调它们对文人之诗赋文章有过重大影

响。实则正如前述，唐代无俗文学这一观念，此类

通俗说唱也只是表演艺术，不是文学。”“讲经说唱

变文，主要是宗教宣传，以唱为主。”［６］４１６

　　学术界还涌现了一批佛教文学的通论性著
作。高观如《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张长弓《中国

僧伽之诗生活》、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张中

行《佛教与中国文学》、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胡遂《中国佛学与文学》、龙晦《灵尘化

境———佛教文学》、弘学《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

陈引弛《大千世界———佛教文学》、陈引弛《佛教文

学》、吴正荣《佛教文学概论》等著作都为佛教文学

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不过，严格来说，这些著作无

论在史料的开掘上、理论的建设上，需要开拓的地

方还很多。最近的动向表明，史料的梳理和理论的

探索有了新的进展。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五

册巨著中的许多章节勾勒出了中国佛教文学史的

轮廓①。萧丽华试图探讨中国佛教文学的范畴论

与方法论，为佛教文学史的写作提供理论素养②。

吴光正、何坤翁在《武汉大学学报》的《中国宗教文

学研究》专栏的“开栏弁言”中倡导中国宗教文学

的理论建构，呼吁就“中国宗教文学的生成与传

播”、“中国宗教文学的文体构成与文体特征”、“中

国宗教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宗教文学与民族

精神”、“中国宗教诗学”等命题展开学术研讨［７］。

　　佛教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遭遇说
明，佛教文学要么被文学观念、政治观念过滤掉

了，要么就被文学观念、政治观念扭曲掉了，佛教

文学走进文学史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工具

性角色，佛教文学从来就没有扮演过自己。可悲的

是，在佛教文学这个大家庭中，能够扮演工具性角

色的也仅仅是佛典翻译文学、白话通俗诗、白话语

录、敦煌变文而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回

归宗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从宗教修持和宗教弘传

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精神内涵及其表达传统。

　　三、关于编撰《中国佛教文学史》的几
点想法

　　《中国佛教文学史》叙述中国古代到今天的
所有佛教徒翻译、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包括《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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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参见萧丽华《〈中国佛教文学史〉建构方法刍议》，载郑毓瑜主编《文学典范的建立与转化》，学生书局台北２０１１年版。



佛典文学》、《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史》、《隋唐五

代佛教文学史》、《宋代佛教文学史》、《辽西夏金

元佛教文学史》、《明代佛教文学史》、《清代佛教

文学史》、《现当代佛教文学史》、《藏传佛教文学

史》、《中国蒙古族佛教文学史》、《中国南传佛教

文学史》，共１１册。编撰这样一部填补学术空白
的大型佛教文学史著作，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要将中国佛教文学史写成大中华佛教文
学史。佛教从陆、海两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境内

多个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催生了包含汉语、西域

胡语、藏语、蒙语、傣语、契丹语、党项语、维吾尔语

等语种在内的佛教文学。早在汉代，西域大夏、大

月氏、安息、康居、龟兹、疏勒、于阗诸国就已经信

奉佛教，并用西域诸国语言翻译了佛经。西域佛

教对汉传佛教作出了重要贡献，早期汉译佛经底

本很多是胡本，早期汉译佛经的僧人也多为西域、

印度僧人。回鹘人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

教、景教、祆教、伊斯兰教，但在９—１５世纪，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是佛教徒，他们用回鹘语文翻译佛

教经典，创作佛教作品。古代西域地区的佛教文

学创作，我们可以从《弥勒会见记》剧本、维吾尔

语佛经中窥见当年的风采，古代契丹族、党项族、

女真族僧人的佛教文学创作亦可在相关材料中发

现吉光片羽。包括汉语、藏语、蒙语、傣语等语种

在内的佛教文学，是一个尚待开掘的宝藏。仅以

蒙古族佛教文学而言，蒙元时期的蒙古文佛教文

学文献大部分已经佚失，目前所能见到的仅仅是

残篇断简；从明末到晚清这２００年间，蒙古族僧侣
创作了无数的佛教文学作品。这些文献散见各地

寺院和图书馆，蒙古国也保存了大量的著作。据

不完全统计，用蒙文、藏文撰写成的高僧作品集应

该有２００余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中国佛
教文学史写成大中华佛教文学史。

　　二是要以宗教实践为关注焦点探讨佛教文学
的文体规范。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佛教文学的

文体是因应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和佛教弘传的需

要而产生的，每种文体都有特殊的功能、特殊的表

达技巧、特殊的美学风格乃至特殊的程式。中国

佛教文学在佛教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教

派演进过程中，亦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形式。佛经

的十二分教，佛经的翻译文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经序、论辩、僧传，隋唐五代时期的僧传体、碑诔

体、灵验记、语录体、灯录体、偈颂体、变文、佛曲、

题记、造像记，宋代的诗歌、散文、辞赋、唱赞、语录

文、笔记文、仪轨文、僧传、灯录，均别具一格。唐

以后产生的新文体虽然不多，但僧人们在诗歌、禅

门偈颂、佛赞、拈古、忏悔、塔铭、碑铭、佛赞、科仪

文体方面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们要根据宗

教实践的特性对这些文体进行研究。比如，对禅

门诗偈的分析，要了解汉译佛偈的特性，要了解禅

宗的语言观，更要明白禅宗诗偈表达的是禅师修

道生涯所获得的生命经验与生命境界，根据不同

的宗教功能而用于不同的场合。特别要强调的

是，科仪文体作为僧徒的日常功课，在反映宗教实

践方面有着突出的地位。

　　三是要在教派史视野下观照佛教文学的生成
语境与内在风貌。对教派史的体认，即对教派教

义、仪式及其发展进行清理，对宗教徒的修持生活

（尤其是经典阅读、参悟方式）、日常生活和社会

活动进行描述，辨明宗教文学家的教派身份，凸现

佛教文学的生成语境和内在风貌。大小乘佛教之

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对佛教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

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宗

派，修持目标、修行方式、崇奉经典、宗奉偶像各

异，这不能不影响到佛教徒的信仰追求和精神体

悟并表现于文学创作之中。比如，为了弘传各自

的宗派，他们在神灵谱系神话的建构等方面有着

自觉的努力。菩提达摩的形象建构、达摩的大量

谶诗应该是南宗禅僧有意为之。可见，禅僧的灯

录不是为了写信史，而是为了建构谱系表达禅解。

为了对抗禅僧的谱系建构，志磐站在天台宗的立

场撰《佛祖统记》。净土系的《释净土群疑论》、

《释门自镜录》、天台系的《法华经传记》中有大量

攻击三阶教的神话、灵验记，是因为净土宗、天台

宗激烈反对三阶教对待经典的态度和修行方式。

明末清初丛林出现的大量僧诤事件也是宗派意识

的集中体现，这种宗派意识在作品中有很好的表

达。最为特别的是，清代佛教文学在宗派之外，还

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其中尤以镇江

定慧寺、宁波天童寺、杭州灵隐寺最为突出。

　　三是要凸显经典阅读在佛教徒修行生活和创
作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丛林流行的经典、学派宗

派崇奉的经典对于僧徒的宗教修持和文学创作有

突出的影响。禅宗尽管倡言教外别传，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禅僧热衷宗门语录、公案，对于文学的

创作有着重大影响。一些著名僧人的作品对于文

学创作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如寒山之于元代佛教

文学的创作，惠洪觉范之于晚明丛林的文学创作。

特别要强调的是，试经制度强化了僧徒的经典阅

读，提升了僧徒的文化素质，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必

要的保障。试经制度最早实行于唐高宗时期，所

试经典为《法华经》、《楞伽经》、《维摩经》和《佛

顶经》。宋代度僧制度更为完备，且普遍实行“试

经度僧”，宋僧元照《释门登科记序》甚至将度僧

制度称为“释门登科”，宋代僧徒文化素养、文学

素养的普遍提升应该有这一制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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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要在圣与俗的框架中彰显佛教文学的丰
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出家将一个生命切分成

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弘法又将这两个截然

不同的世界连接起来了，其间所可能触及的心灵

空间和社会空间应该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佛教

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透过禅宗诗偈，

我们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世俗社会的世界，其

精神向度令人流连忘返。这种精神向度衍生出了

一大批只属于丛林的文学题材，如牧牛诗、山居

诗。僧人的弘法意识和济世情怀提供了一个从彼

岸观照此岸的维度。如晚明僧侣的社会参与意识

和担当意识都很强烈，其创作反映出的心灵空间

和社会空间颇具特色。由于佛教寺院是西藏的教

育中心，寺院成为培养知识人才的主要场所，于是

僧侣便成了藏族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的文

学创作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大家庭中特别璀璨的一

颗明珠。就体裁而言，佛经文学包含了本生经、抒

情诗、赞颂诗、格言诗、戏剧、仪轨文等文体，佛教

文学在历史文学、僧传文学、诗歌方面有突出的成

就。就教派而言，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

派、夏鲁派、格鲁派都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

而尤以格鲁派的文学家最为繁多和突出。这是一

个迥异于汉传佛教文学的世界，其内涵的丰富性、

复杂性和深刻性不比汉传佛教文学差。

　　五是要坚守民族本位立场，建构中国本土的
学术话语。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用西方的知识

体系切割我们的知识体系，一直在用西方的话语

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学，这一学术路径在发现的同

时一直在遮盖，一直没能够建立起中国自身的学

术话语。本土化的中国佛教文学应该是最具民族

特色的文学，我们应该有信心建立起自身的理论：

从宗教文学发展史、宗教文学批评史和宗教文学

作品中提炼宗教文学的抒情手段和叙事手段，进

行理论阐释，建构民族文艺学和宗教文艺学，改变

理论界长期搬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命运。本土化理

论建构应该是《中国佛教文学史》的灵魂所在。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苦于找不到解析中国佛教文

学的理论利器。像山居诗，古人从传统文艺理论

出发，给出的结论是：蔬笋气、酸馅味；对此味，现

代西方理论亦束手无策。我们能否提炼出一个合

适的概念来指称这一写了漫长岁月的题材呢？

　　六是要在民族互动、国际交流的框架下探讨
佛教文学的本土化历程。经典的选择和翻译过程

实质上就是一种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境内各民族

大藏经的翻译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本土化的过

程，这一过程还是一个民族互动的过程。比如，中

土早期译经僧人大都为西域人，西夏的佛经是从

汉语大藏经翻译过去的，主持西夏佛经翻译工作

却是维吾尔族僧人。另外，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

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佛经的翻译上，西夏时期，不

少藏文佛经被转译成汉文。蒙语大藏经是从藏传

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翻译过去的。蒙古族

佛教文学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大批高僧甚至直

接用藏语进行写作，不过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无

论是模仿还是独创，均呈现出本地化也即蒙古化的

特征。南传佛教的传入促成了傣族文字的成熟与

完善，促进了傣族与东南亚及印度佛教文化的交

流，南传佛教文学在国际交流和本土化进程中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汉语佛教的本土化在思想层面经

历了因果报应之争、形神之争、夷夏之争、沙门不敬

王者之争、佛道之争以及《老子化胡经》的兴毁、佛

道交融、玄佛合流、三教合一，最后在隋唐时期建立

了教派，其中最适应中国本土的禅宗成为最为兴盛

的教派。从唐代开始，佛教文学的体裁和内容已经

彻底摆脱了印度模式，彻底本土化了。西夏辽金元

时期，少数民族僧侣加入到汉语佛教文学的创作当

中，为汉语佛教文学增添了新气象。

　　七是佛教的国际交流对于中国佛教文学的创
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撰写《中国佛教文学史》

时必须注意的。汉译佛典文学在中国佛教文学形

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印之间，一批弘法高僧留下了一批著作，其中不

乏精彩的文学著作。从唐代到明代，汉语佛教与

东北亚、东南亚的交流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学史

料。越南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唐代沈

?期、贾岛与李朝交州僧人无碍上人、惟鉴法师互

有诗文往来，越南僧人庆善的《悟道诗集》、宝觉

的《圆通集》是颇为宝贵的佛教文学作品集。陈

朝太宗向中国僧人天封禅师学习，所著《课虚录》

为越南竹林禅宗派的基本著作，《大香海印诗集》

则是竹林禅宗派的第一代祖师创作的佛教文学代

表作。高丽太祖王建（８７７—９４３）将佛教定为国
教，显宗到文宗时期（１１世纪）刊行了《高丽大藏
经》。文宗四子义天（１０５５—１１０１）接受宋朝净源
法师的邀请赴宋求法，所著《高丽大觉国师文

集》，有１００余篇作者与宋朝、辽朝皇帝官员僧人
及高昌僧人的往来诗文，涉及表、书、状、疏、论、

诏、记、行状、墓碣铭、诗等文体。中日僧人的佛教

文化交流不仅开创了日本佛教史上的诸多宗派，

而且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尤其是五山文学的繁荣。

来华僧人和中土僧人唱和，记录中土朝圣见闻，留

下了丰富的宗教史料和文学史料。入日僧人有很

多长于诗文，我们撰写《中国佛教文学史》不能放

弃这一部分僧人作家：鉴真、兀庵普宁、兰溪道隆、

大休正念、东陵永、东明慧日、一山一宁、清拙正

澄、明极楚俊、西涧子昙等。

·８６·



　　汉语佛教与东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交流
亦呈现出本土化的迹象。大批僧人来到中国后，

长期居留中国，甚至加入中国国籍，有的还在中国

中举做官，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韩国的金地藏

在九华山甚至被神圣化，成为中国四大菩萨之

一———地藏菩萨。中国的僧人前往日本弘法，成

为不少宗派的祖师，他们留下的文集昭示了他们

的故国之思和在地化的进程。廖肇亨曾经指出，

“木盭禅师笔下的富士山面貌十分多样，既可比

喻禅法源流，亦可比类人格或帝王的崇高；富士山

既见证了他为故国奔走的努力，也肯认了他融入

当地社会的热情与企盼。”［８］３３０“木盭禅师凝视日

本佛教认真的态度，从东渡扶桑的鉴真和尚、到禅

宗诸师，还有曾经入华求法的弘法大师，乃至于并

未到过中国的梦窗国师，其实包罗甚广。对木盭

禅师而言，日本已经不再只是遥远的想象，而是他

确确实实生活的土壤。”［８］３２２

　　中日佛教之间的频繁交流导致大量中国僧侣
的诗文集飘洋过海，今日成为孤本秘笈。这些材

料对于撰写完整的《中国佛教文学史》具有重要

意义。根据笔者的调查，仅仅南宋僧人的诗文集

就有如下一些仅存日本：大观《物初剩语》、大观

编《北
%

外集》、元肇《淮海?音》、友愚《籁鸣集附

续集》、善珍《藏叟摘稿》、道璨《无文印》、卢堂等

撰《一帆风》、孔汝霖《中兴禅林风月集》。中朝之

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也在文献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

的篇章。比如，一些宗派典籍的回流对中国宗教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禅僧文学作品的交流

也颇为频繁。高丽王朝初期，永明延寿《宗镜录》

一百卷及其诗偈作品流传到高丽，高丽光宗阅读

后曾遣使向永明延寿致敬。朝鲜和韩国也保存了

一批中国佛教文学文献，著名禅宗语录《祖堂集》

就是在韩国发现的。

参考文献：

［１］［日］深浦正文．佛教文学论［Ｇ］／／觉初，译．唐大圆，姚
宝贤．佛教文学短论．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５．

［２］罗文玲．六朝僧侣诗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

［３］普慧．佛教文学刍议［Ｊ］．高华平．中国佛教文学的概
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Ｊ］．张兵．对“佛教文学”研究
范围的一点看法［Ｊ］．郑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４）．

［４］丁敏．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近况初步评介［Ｇ］／／中国佛
教文学的古典与现代．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７：１８４．

［５］［日］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Ｍ］．刘卫星，译．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３５．

［６］龚鹏程．中国文学史［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９．

［７］吴光正，何坤翁．坚守民族本位，走向宗教诗学［Ｊ］．武
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

［８］廖肇亨．木盭禅师诗歌诗中的日本图像［Ｇ］／／中边·
诗禅·梦戏———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论述的呈现与开

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８．

Ｍｏｄｅｓｔ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ＵＧ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ｌｉｔｅｒ
ａｒｙｗｏｒｋ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ｈ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ｐｒｏ
ｄｕｃ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ｉｎ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Ｔｉｂｅｔａｎ，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Ｄａｉ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ｏｆｓｅｃｔｓ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ｋｅｐｔｗｈｅ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ｔｏｂ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ａｌｌｓｉｄｅｄｌｙ，ｈｅｌｐｉｎｇｔｏｅｘ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ｏｅｔｉｃｓ．Ｗｈｅｎ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ｗｏｐｏｉｎｔ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ｎａｌｌ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ｌｌ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ｗｒｉｔｔ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ｓｉａ，ａｎｄａｌ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ｂｙ，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ｎＡｓｉａ，
ｅｔｈ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责任编辑　郑红翠］　

·９６·


